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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耕半商：近代晋中贫农的兼业与家庭经济 

——以文水县为中心的考察 

太原师范学院历史系 张爱明① 

内容摘要：兼业化是中国小农经济的显著特征，对贫农式家庭来说，是一种

因为耕地不足而谋生的手段，也是一种家庭内部劳动力资源的合理分工。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山西中部，由于土地的极度匮乏和经商风气的盛行，贫农式家

庭农场中的剩余劳力多在农业之外从事商业活动，形成了“半耕半商”的经济模

式。主要表现为：第一，青壮男劳力在农忙期耕种土地，在农闲期做肩挑小贩。

第二，青壮男劳力在外学商或经商，妇女老人等辅助劳力在家种地，或由亲友帮

种和与人半种，通过代际分工与性别分工实现了家庭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由

于家庭辅助劳力是无法被“解雇”的，也比劳动力市场上的全职雇工更为廉价，

使得经营式农业难有发展空间，从而巩固了家庭式农场的发展。第三，商业的辅

助性收入在满足基本消费后，主要被用来购置田产，而购置的田产又成为经商者

的安全保障。农业与商业相互支撑，互相挹注，最终在乡村中形成了一个顽固的、

竞争力很强的小商小贩体系。 

关键词：文水；《阶级成分登记表》；兼业；半耕半商 

引言：学术视野中的农民兼业化现象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乡村社会结构较为封闭内聚，农民世代耕作土地，他们

的衣食住行局限于与外界隔绝的村落之中，形成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并表现出

“农业+副业”或“兼业化”的经济特征。早在唐宋时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

展，农民的兼业行为已有所表现。有学者研究发现，唐代乡村经济与前代有显著

的变化，其中最显著的是农民“兼业行为加强，出现小农、小工、小商”一体化

趋势和乡村市场经济的崛起（曹端波，2007：105）。到了宋代，农民的生产方

式和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许多农民投身小商品生产、兼做小手工业者、小雇工、

小商贩，汇入商品经济的潮流（李晓，2000：16-17）。学界普遍认为，农民的

兼业化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促成了唐宋社会的巨大变革，形成了具有洞见的“唐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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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革论”（林文勋，2004）。明清时期，随着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社会结

构趋于开放，农民的“兼业化”趋向愈发明显，主要表现为农户在小规模土地上，

或由青壮劳力在农业生产经营间隙，或由妇孺老幼等家庭辅助劳力从事纺织业、

小商业、小手工业、养殖业等非农行业，巩固了家庭式农场的发展。民国时期，

为了挽救日益严重的乡村危机，“农家副业”作为乡村建设的主要措施被大力推

广，其发展进入了一个高潮。建国后的集体化时期，农民的副业在扩大化了的家

庭农场中以集体或家庭的方式有所保留。改革开放后，农民的兼业又以“半耕半

工”的形式继续发展。可以看出，“农业+副业”或“兼业化”伴随着中国小农

经济发展的始终，是我们理解小农经济变迁的重要切入点。 

学术视野中的农民“兼业化”现象主要是用来解释家庭式农场如何兴起与发

展的。作为“实体性”小农经济理论的代言人，俄国农民学家恰亚诺夫（Alexander 

Chayanov）很早就发现了以“农业+副业”为表征的家庭式农场的旺盛生命力，

并预言了这种生产方式将普遍存在于印度、日本、中国等东方国家。恰亚诺夫基

于俄国诺夫哥罗德和坦波夫等省的经验分析表明：家庭农场既是一个生产单位，

又是一个消费单位。当家庭农场没有足够数量的土地或资本去发展在农产和家庭

规模之间的关系上达到最优化的农业经营时，那么它就不得不减少其农业活动

量，将剩余劳动投向手工业、商业以及其他非农行业，以适应仅有的最低限度供

给的生产资料。这些低报酬的非农行业的收入主要用来满足家庭的消费需求，这

样在为获取这些收入所付出的辛苦和个人需求的满足之间最终形成了一种均衡，

这种均衡支撑了俄国家庭式农场的发展（恰亚诺夫，1996：64-97）。斯科特（James 

C.Scott）继承了恰亚诺夫的观点，他在东南亚的研究发现，在缺乏土地、资本

和外部就业机会的背景下，“为了满足生存需要，农民不得不从事那些利润极低

和消耗劳动的事情，在农闲季节从事小手艺、小买卖等活动，虽然所得甚少，实

际上却是剩余劳动力争取最低限度生存斗争的唯一出路（斯科特，2013：16-17）。”

这些理论为中国学者理解明清以来的小农经济提供了概念基础。 

恰亚诺夫的“预言”在中国得到了证实。按照中国革命叙述的逻辑，毛泽东

早就注意到了农民的兼业化现象。他在江西省兴国县的调查发现，乡村中以农为

主，商为辅的约占 40%，以贫农居多，还有少数中农，主要是因为生活不够，做

点肩挑生意补足生活（毛泽东，1982：227-230）。根据毛泽东的分析，半农自

耕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体，所谓农民问题，就主要是他们的问题。

“半自耕农因其食粮每年大约有一半不够，须租别人田地，或者出卖劳动力，或

经营小商，以资弥补（毛泽东，1967：6-7）。”费孝通基于江南的观察认为，

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农业经济，而是一种“农工混合”的乡土经

济，即农业、副业、手工业等经济形式的混合体。由于耕地不足，迫使小农户从

非农行业中谋求收入（费孝通，2005）。这种经济也与中国耕作制度的周期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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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乔启明的观点与费孝通类似，不同的是受“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影响，乔氏

主要从人口学的角度解释了中国的农村经济。他认为近代中国贫困的根本原因是

地少人多，即人口压力致贫说。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发展乡村工业，

使一部分人口从农业向工业转移，在“农业上安根，工业上出头”（乔启明，1946）。

此外，卜凯、李景汉、陈瀚笙、刘容亭等均不同程度地注意到了晚清民国农民的

“兼业化”现象。 

将恰亚诺夫的“预言”上升为理论高度的是长期耕耘于农业经济的学者黄宗

智（Philip C.C.Huang）。黄宗智对恰亚诺夫的小农理论进行了取舍，并将中国

的家庭式农场概括为紧密结合农业与副业的“过密”型生产。他认为这种生产模

式是解释传统中国乡村家庭式农业牢固性的主要原因之一。从 19 世纪开始，华

北冀-鲁西北平原的小农遭受了环境恶劣、人口增加、社会分层、高额地租等多

重压力，但家庭式小农场却在“内卷”与“分化”的联合压力下坚韧地维持下来，

原因之一就是得益于商品性家庭手工业的发展。当家庭农场收入不足时，农民就

会利用季节性的剩余劳力、妇女儿童等辅助劳力从事家庭手工业，以获得额外的

经济支撑。结果可能是，一部分本会沦为佃农的家庭式农场主，因从家庭手工业

所获收入而得以维持自耕农式经营（黄宗智，2000a：193-211）。在长江三角洲，

“农业+副业”的生产模式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尤其是明清以来棉花和桑蚕等经

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商品性家庭手工副业的繁荣。在农村生产

高度家庭化的情况下，家庭式农场可以利用辅助劳力获得优势，因为家庭辅助劳

动力能够容忍远低于农村劳动力市场上成年男工的报酬（黄宗智，2000b：13-14）。

简言之，在明清时期，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的家庭式农场之所以压倒了依靠

雇工生产的经营式农场，正在于家庭副业凭借亩均高劳动投入支撑了更高的地租

和地价，“家庭式农业能比经营式农业维持更高的农业纯收益”，这也正是小农

经济的韧性与顽强生命力之所在。 

不仅是在传统时期，黄宗智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合作化时期，集体农场犹如

大家庭，在某些方面仍可视为家庭农场的扩大化。家庭生产主要以自留地、猪禽

饲养和手工业等所谓“家庭副业”的形式维持下来，一直与集体农业并存，直到

农村工业化出现和家庭辅助与闲暇劳动力的机会成本上升，才受到挑战（黄宗智，

2000：200-222）。在现代化过程中，农民的兼业化生产同样具有说服力。根据

新近的研究，黄宗智认为改革开放后，在市场为主导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浪潮中，

农民的“兼业”由“农业+副业”演变为了一种兼非农打工和农业生产的“半工

半耕”结构，并逐渐制度化。这样就使过密型小规模、低报酬的农业制度和恶性

的临时工制度紧紧地卷在一起。不同的是，家庭种植由主业变为了“副业”，而

外出打工成为青壮年劳力的主业（黄宗智，2006）。这种结构继续支撑了中国的

小家庭农场，以家庭经济为主、劳动与资本双密集、“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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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副业型”农业，实际上的按亩净收益要远高于产业性资本主义企业化农场，

因此具备比后者强大得多的竞争力（黄宗智，2018）。 

贺雪峰沿用了黄宗智“半工半耕”的概念，并引用社会学的视角解释了中国

的经济奇迹和中国模式的生命力。他认为当前中国农民家庭的基本特征是“以代

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基础上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2000 年之后，中

国大约有 80%的农民家庭都存在年轻子女外出务农以获取务工收入，年龄较大的

父母留守在家务农以获取务农收入的结构（贺雪峰，2014）。“半工半耕”使年

龄较大的农村劳力仍然能够在农业上有所作为，使中国小农经济具有顽强的生命

力（贺雪峰，2013）。有学者甚至认为“半工半耕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描述

和解释中国当前农村社会结构的基本概念，为认识当代农民、农村和农业变迁提

供了基本框架”（夏柱智，2016）。还有学者认为，20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制

度化的“半工半耕”结构下，农民的家庭收入水平和单位劳动报酬持续增长，农

业经营模式日趋多元，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农民家庭发展形态——发展型小农家

庭，使农民家庭得以突破长期以来“过密化”农业的低水平增长陷阱，从而实现

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张建雷，2018）。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兼业化”是小农经济的显著特征，是一种因为耕地不

足而谋生的手段，也是一种家庭内部劳动力资源的合理分工，比较符合实体主义

理论下的“道义小农”形象。本文的研究发现：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山西中

部，“兼业化”模式几乎覆盖了整个家庭式农场，尤其在土地匮乏的穷人家庭中，

形成了一种农忙种地，农闲经商，或者是以代际分工和性别分工为基础的“半耕

半商”的经济结构。由于这种结构依赖的家庭劳动力比雇工更为廉价，从而使贫

农式家庭有了多余的收入用来购置田产。最终，在晋中乡村形成一个顽固的、竞

争力很强的小商小贩体系。为了进一步论证这个问题，本文利用晋中文水县 14

个村庄的《阶级成分登记表》（胡英泽、张爱明，2017；张爱明，2019；行龙， 

2018），通过考察近代晋中的人地关系、农民的商业活动与家庭经济，探究晋中

贫农经济与小商小贩体系的形成，以更好的理解华北乡村社会变迁。 

生存推动：贫苦农民的商业活动 

中国的乡村问题由来已久，萧公权的研究指出，自 19 世纪以来，中国乡村

已呈衰退之势，农民大众遭受了比其他社会阶层更多的痛苦（萧公权，2018：

472-477）。至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吏治腐败、政权更迭，灾祸频仍，人口大量

增长，乡村危机达到顶峰，大部分农民处于破产的边缘。面对内忧外患，国家根

本无暇顾及农民的生活，如何生存下去，成为多数农民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有

的进入城市，去做产业工人、手工业者、店员、苦力等；华北农民会逃亡到东北；

还有很多人找不到职业，于是去做士兵、流氓、土匪，加重了社会的混乱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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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破产（薛暮桥，1936）。大部分农民安土重迁，不愿背井离乡，仍主要以土地

为生。于是，家庭农场中的剩余劳动力依托棉花、桑蚕等经济作物发展了家庭手

工业，主要劳力则在农闲期从事肩挑贩卖等小商业。为了鼓励农民发展副业，政

府还颁行了奖励条例（山西省政府公报，1929：56）。由此，“农业+副业”逐

渐成为贫苦农民一种常见的糊口方式。 

在山西，因生态环境与生产条件的差异，各地农民的副业活动有所区别。晋

北因气候干燥，盐碱地较多，所以农民就地熬食，多从事土盐制造以补充农家收

入之不足（复宿，1933）。浑源县盛产谷黍、小麦和高粱，加之处于山西北部，

严寒期漫长，酿酒成为农民的重要副业（范叔远，1934）。晋南因气候湿润，适

宜苹果、柿子、杏等果树的生长，土改之前，不少家庭成片地经营果园，弥补了

地少粮食不足的缺陷（胡英泽，2018）。晋中祁县、太谷、平遥等地，农民“累

世经商，有悠久之历史”（刘容亭，1935）。沈艾娣也说，“那里几百年来一直

是商业和工业而非农业占主要的地位（沈艾娣，2013）。”上至达官贵人，下至

贫贱小民，或多或少均有商迹可循。在这种情况下，文水县贫苦农民的副业主要

是做小商小贩，包括在外学商当店员、伙计，农闲期做肩挑小贩等，形成了“半

耕半商”的家庭经济结构。 

（一）紧张的人地关系 

文水县位于山西省中部，境内山地和平川各占一半。以大陵山为界，东与太

原、交城同位于太原盆地，平垠无际，有汾河支流文峪河经过。向西为吕梁山东

麓，地势崎岖不平，崇山横互，古代即有“半壁平原半壁山”的说法。文水县西

部为吕梁山区，土地贫瘠，地广人稀，世代固守农业，经济较为落后，农民对市

场的参与度有限。反观东部，则是另一番场景，这里地狭人稠，因毗邻祁县、太

谷、平遥三县，商业活动较为兴盛，尤其是行商足迹遍及全国，农民的经济生活

有着很深的商业烙印。 

整体看来，文水县地瘠民贫，人口稠密，耕地不足。民国时期，文水县的人

口约为 3 万户，17 万口（山西省历年县别人口统计，1944），是晋中地区人口

最为稠密的县份。根据实业部 1935 年的调查，文水县的人口密度为 126.81 人

/km2，是全省平均值 21.99 人/km2的 5倍之多，也远远高于临近的平遥、祁县等

地（周宋康，1939），可见其人口过剩之势。同样，根据山西省政府统计处 1919

年的调查，文水县平均每户有土地 21 亩，相当于太原的平均水平，是晋中地区

平均土地最少的县（郑成林，2016）。表 1 所示，1935 年晋绥社会经济调查也

表明，文水县的人均占地是全省最低的之一，不足全省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此

外，考虑到文水县土地条件不佳，多是难以耕作的山地、盐碱地、荒地等，人均

实际农业生产率可能会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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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935 年山西中部人口、耕地分配表 

县  别 人  口 耕  地（亩） 人均耕地（亩） 

山西省 10,892,518 148,207,009 13.6 

文水县 159,832 577,403 3.6 

祁县 117,276 410,228 3.5 

交城县 95,095 347,925 3.7 

离石县 129，792 500,275 3.9 

平遥县 238，032 927,190 3.9 

清源县 76,382 310,000 4.1 

孝义县 128，426 568,105 4.4 

汾阳县 151,632 763,438 5.0 

徐沟县 42,538 220,285 5.2 

太谷县 111,294 765,278 7 

阳曲县 177,279 1,635,261 9.2 

数据来源：晋绥社会经济调查统计社：《晋绥社会经济调查统计社年刊·调查统计》，

太原德和印刷厂，1935 年 12 月，第 5-39 页。 

从维持农民生活最低口粮的角度出发，多数学者比较认可 1941 年《中国经

济评论》的调查结论：“在北部耕作地带，其最低生活维持上所必要之面积，每

一人口为五亩左右，每一户平均为五人，约需二十五亩”（《中国经济评论》，

1941）。李金铮明确将 5亩土地作为华北乡村农民维持生存的标准，即“温饱线”

或“耕地临界点”（李金铮，2008，2012）。在较低的方面，黄宗智估计华北冀

-鲁西北平原的 1 户小农，维持生计至少需要 15亩土地，也就是人均 3-4亩（黄

宗智，2000）。在较高的方面，韩丁认为在山西东南部，养活 1 口人需要 6亩土

地（韩丁，1980）。此外，晋西南较为富庶的解县，“当全盛之时，户口七万有

零，平均分之每人四、五亩旱地，终岁辛劳，丰年略可自饱，仍不能事父母，畜

妻子，一遇荒歉，死亡殆尽”（《民国解县志》，1968）。相比之下，文水县的

土地生产力远不如冀鲁西北平原和晋西南，耕地临界点当在 5亩之上。因此，如

表 1所示，文水县人均占地仅有 3.6亩，仅有少数家庭依赖土地可以生存。 

表 2：土改前文水县各村各阶级土地占有情况 

成分 户数 % 人口 % 土地 % 户均占地 人均占地 

雇农 57 1.62 253 1.94 25.1 0.06 0.44 0.10 

贫农 1607 45.71 5355 41.06 11212.17 26.80 6.98 2.09 

下中农 736 20.93 2716 20.82 8204.25 19.61 11.15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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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农 763 21.70 3205 24.57 12215.89 29.19 16.01 3.81 

上中农 190 5.4 819 6.28 4071.86 9.73 21.43 4.97 

富农 93 2.65 417 3.20 3409.92 8.15 36.67 8.18 

地主 70 1.99 278 2.13 2704.54 6.46 38.64 9.73 

合计 3516 100.00 13043 100.00 41843.73 100.00 11.90 3.21 

数据来源：文水县各村《阶级成分登记表》（1965 年 12 月），文水县档案馆。 

如果分阶级成份来看，文水县的人地危机更加显著。表 2 统计了土改前夕

（1942-1948 年）文水县 14 个村庄不同阶级的人口和土地。可以发现，文水县

三分之二的农户（属于中低等贫困农民），每户占有的土地少于 11 亩，人均占

地不到 3 亩。相比之下，仅占 10％的中上层、富裕农民与地主家庭，人均占地

在 5亩以上，比该村平均值 3.2亩高出一倍以上。这些数据表明，低于“温饱线”

的贫苦农民必须寻求新的收入来源以保证基本的生活需求。 

在粮食生产方面，文水县只有约五分之一的家庭能靠农业收入养活自己。根

据 1919 年的统计数据，文水县平均亩产粮食为 9.65斗，约 120 斤（71.6公斤），

3，相当于每亩现金收入 2.04元（郑成林，2016：57）。其他资料表明，在整个

民国时期，这种生产力保持在每亩 110-130 斤左右（山西省政府秘书处，1933

年：86；山西省政府统计局，1942年：19-71）。按照亩产最高标准 130斤计算，

在不考虑自然灾害与地权变动的情况，土改前文水县人均年收粮为 417斤。其中

贫农、下中农等穷人家庭人均年收粮在 200-400斤之间，中农、上中农、地主富

农等富裕家庭人均年收粮在 500-1300 斤之间。彭南生估计，“在传统农业条件

下，近代中国约需 1000市斤左右的粮食产出才能保证生存（彭南生，1999）。” 

考虑到人口和消费模式的差异，我们可以假设文水县人均 600-700 斤粮食可维持

生活。但是即使在这个水平上，也只有一些“中农”或较富裕的家庭，约 20％，

可以生产足够的食物养活自己。 

   大多数农民还必须承担高昂的租税和摊派，这进一步缩减了他们的净收入。

根据山西省政府统计局 1919年的调查，文水县每亩土地平均年收入为 2.04元，

每户平均 42元。一个农户每年要支付租税和摊派 11元，这将使家庭净收入仅余

31 元，但家庭平均消费却高达 47 元（郑成林，2016）。到了 1926 年，农民的

生活成本几乎翻了一番，达到 83.15元，其中包括服装费 9.11 元、食料费 30.13

元、居住费 2.79 元、燃料费 7.4 元、卫生费 2.74 元、教育费 7.55 元、器具费

4.65 元、嗜好费 6.7 元、娱乐费 3.79 元、临时费 8.28 元（郑成林，2016）。

这些数据表明，尽管农民的生活水平在提高，但文水县只有很少的农民家庭能够

依赖农业独自负担这些费用。 

文水县的《阶级成分登记表》提供了不少贫苦农民的生活案例。如南白乡郝

家堡村有不少无房无地的雇农，依靠给人扛长工维持生活。如雇农郝奴小，父亲

郝贵成时，全家 7 口人，尚有 10 亩地，生活困难，父亲大部分时间要扛长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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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年时，母亲因病去世，父亲也身体残疾不能劳动，不得不将房子和土地全

部出卖，生活更加苦难，只能将三弟出卖，自己 13 岁便在清源等地当长工，一

直持续到解放后，才回村分得了土地和房屋（郝家堡村《阶级成分登记表》，1966

年，第 2生产队，编号 2）。孝义村雇农于应江，其祖父无房无地，一生以做小

商为生；父亲于崇生，同样无房无地，除了出卖劳动力就是做小生意，1941 年

父亲病故，因生活困难，1942 年将姐姐卖去马东村当童养媳，长兄去了天津颜

料店当店员，母亲带着其他人以做杂活和乞讨为生（孝义村《阶级成分登记表》，

1966年，第 4生产队，编号 2）。即便是土地较多的中农，生活依然困难。南安

乡西北安村的中张希曾，土改前全家有 3 口人，21 亩地，人均 7 亩地，属于中

产阶层，但全家仍然生活困难，除了种地外，张希曾还需要给本村张省之割草做

短工，后来到东北拉林杂货店当店员，1945 年又到吉林当店员，1948 年土改前

夕回村（西北安村《阶级成分登记表》，1966年，第 1生产队，编号 27）。 

20 世纪初，人多地少，田不足耕是山西省的普遍现象。正如行龙所说，“人

口的再生产与生产资料的再生产比例严重失调，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之下，仅有

的耕地面积已经不能养活其本身庞大的人口（行龙，1986：91-94）。”如上所

述，地处晋中的文水县，从清末至民国，土地分配严重不均，苛捐杂税和生活成

本的不断上升加剧了农民的生活负担。在生存的推动下，贫农式家庭中的剩余劳

力普遍在农业之外从事商业活动。在文水县，一个村庄中有一半以上的家庭至少

从事一项商业活动作为家庭副业，从而形成了“半耕半商”的经济结构。 

（二）“半耕半商”的经济结构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文水县面临着尖锐的人地矛盾。尤其是雇农、贫农、

下中农等穷人家庭，连最基本的生存问题都无法解决，所以农民必须在农业之外

寻找其他出路。在以农为主的传统社会，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如果土

地足够养活农民，农民轻易不会放弃农业。而一旦环境恶化，农耕注定没有收成

的时候，乡民才会被迫放弃务农这项“世业”（萧公权，2018：479-480），转

向手工业、商业等其他行业。行龙也指出，在人口压力的驱动下，非农就业是农

民解决生存问题的主要途径（行龙，2000）。 

在山西中部，农民的兼业主要是商业。1926-1928年，乔启明在山西清源西

谷调查，发现该村的经商比例很高，143 户农家有将近一半的人在外谋生，主要

是 10-39 岁的青壮年男丁，其中又有约 50%的人以商业为职业（乔启明，1932）。

祁县、太谷、平遥也是如此，农民多兼营商业（刘容亭，1935）。文水县农民的

职业，与清源、太谷、平遥等县多有类似，尤其在穷人家庭中，逐渐形成一种“农

业+小商小贩”的兼业模式。 

当然，除了土地不足的因素，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也是农民普遍经商的驱动

力。传统时期，政府一贯秉承“重农抑商”政策，商业位于四民之末，商人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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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清末新政后，清廷设立商部，颁布了一系列支持工商业发展的措施，鼓励

实业，振兴商务。1904 年，清政府颁布《商会简明章程》，号召商人成立专门

的商业组织——商会，使商业组织制度化，商人地位不断提高（朱英，2011：39）。

国民政府延续了清廷的工商业政策，完善相关商业法律，使商业发展走向正轨，

进一步保障了商人群体的利益。在山西，阎锡山实施商业复兴政策，提出商人应

注意信用、勤劳、本领三事（阎锡山，1937），主张发展实业，造产救国。以黄

丽泉、刘容亭等为代表的“山西乡建派”，竭力推动乡村副业的发展，使商业、

家庭手工业等副业与农业相结合，成为解决农民生活问题的重要途径。与此同时，

有超过 200万的外省移民迁入山西，由于他们缺乏土地，不得不从事商业或手工

业，促进了乡村工商业的繁荣（张爱明，2019）。加之近代交通运输的发展，商

品市场的繁荣，农民观念的转变等，为农民经商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了能进一步论证家庭经济中农业与商业的比重，本文对土改前文水县 14

个村庄各阶级农民的生计方式进行了统计。需要说明是，每个家庭的经济数据，

包括祖父母、父母、户主、兄弟、子女等，简言之就是一个家庭所有成员的生计。 

这意味着，如果一位家庭成员在土改前从事小商小贩一年，那么我们认为该家庭

部分是商业性的。由于《阶级成分登记表》具有追溯性，所以，在表中我们会看

到很多生计方式的的并立，其实是有一个时间和空间的范围。 

表 3：土改前文水县 14 村各阶级农民主要生计方式一览表 

主要生计方式 
成分 

总数 雇农 贫农 下中农 中农 上中农 富农 地主 

种地 488 1 169 93 205 15 2 3 

种地、工匠 170 1 96 36 28 9   

种地、工人 16  13 1 2    

种地、当兵 32  20 7 5    

种地、雇工 79    25 29 17 8 

种地、其他 33 1 12 4 11 3 2  

种地、雇工、其他 14   2 3 6 2 1 

种地、长短工 666 7 454 181 23   1 

种地、长短工、当兵 7  3 4     

种地、长短工、工匠 48  33 12 3    

长短工 85 14 67 4     

当兵 10 1 6 3     

其他 28 4 22 1 1    

种地、店员 384  169 101 106 8   

种地、店员、小贩 48  22 15 8 2 1  

种地、店员、经商 83  18 15 39 8 1 2 

种地、店员、其他 19  6 8 5    

种地、小贩 163 2 95 32 3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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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地、小贩、经商 20  4 5 9 2   

种地、小贩、其他 11  3 1 6 1   

种地、经商 389  87 84 163 35 10 10 

种地、经商、其他 23  5 3 11  2 2 

种地、长短工、店员 126 1 78 42 5    

种地、长短工、小贩 159 3 94 50 12    

种地、长短工、店员、小贩 13  10 2 1    

种地、长短工、经商 37  20 16 1    

种地、雇工、店员 19   1 4 11 2 1 

种地、雇工、店员、经商 8    4 2 1 1 

种地、雇工、经商 193  1 3 46 53 50 40 

长短工、店员 20 3 14 3     

长短工、小贩 35 3 29 2 1    

长短工、店员、经商 4  1   3   

长短工、经商 8  8      

店员 37 9 21 3 1 1 2  

小贩 16 6 9  1    

店员、小贩 9 1 8      

店员、经商 7  4 1  1 1  

经商 9  6 1 1   1 

合计 3516 57 1607 736 763 190 93 70 

备注： 

1，工匠包括木匠、铁匠、裁缝、小手工业等； 

2，长短工包括月工、短工、长工； 

3，经商至少为在商铺顶股分红者，或进行大宗贩运。 

数据来源：文水县 14 村《阶级成分登记表》（1965 年 12 月），文水县档案馆。 

根据表 3 的分析发现，文水县农民的兼业化特征明显。在土改之前，3516

户农民家庭中完全依赖农业的家庭不到 15%。另外，有近 25%的家庭被雇用为农

业劳动力，因此也可以视为纯粹的农业人口。因此，有超过 60%的家庭从事非农

副业，这种家庭经济的复杂性涉及到农业、手工业、商业等。例如，西宜亭村的

贫农孟连毕，祖父种地外以行医为生，父亲孟顺种地外在文水城教育写作，本人

自幼去介休学银匠，买卖倒塌后回村种地，同时摆小摊，卖杂品。（西宜亭村《阶

级成分登记表》，1966：第 1 生产队，编号 19）。崖底村的下中农郝美亮，祖

父郝中和以农业为生，有时打短工或担挑卖煤，父亲郝永机，种地外给人家做木

活，挣钱买了五、六亩地，本人一贯务农，租过地，打过短工，卖过煤。（崖底

村《阶级成分登记表》，1966：第 2 生产队，编号 22）。文水县农民“半耕半

商”的经济模式，对于理解中国农村经济的本质至关重要。 

“半耕半商”的经济模式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最常见的是外出学商当店员

的，俗称“住地方”。如表 3所示，超过三分之一的家庭成员当过店员，属于“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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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半店员”模式。如孝义村的中农张锦荣，19 岁（1918 年）就外出学生意，先

后在北京同义山、聚庆奎等 6个干果店当店员，出外采购 30余年，1942 年时每

年可赚 60 元银元，当时家中有土地 20 亩，由家人与人半种。1945 年分家后分

得 5 亩地，由亲戚代种（孝义村《阶级成分登记表》，1966：第 11 生产队，编

号 20）。另外，就是在农业生产间隙，或农闲期摆摊设点，做走村窜乡的肩挑

小贩，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家庭从事，属于“半农半商贩”模式。如武良村的贫

农李积富，有土地 9.5亩，农忙时种地，秋后农闲时就拉车卖些花生、瓜果等，

谋求生活（武良村《阶级成分登记表》，1966：第 4 生产队，编号 11）。汾曲

村的下中农李德才，土改前全家 7口人，7.2 亩地，土地和人变工耕种，主要生

活来源依靠肩挑贩运葱、蔬菜、小百货为生（汾曲村《阶级成分登记表》，1966：

第 5生产队，编号 29）。 

从事小商小贩的主要是贫农式家庭，这种现象并不难理解。中农以上的家庭

拥有足够的生产资料与资本，依靠农业足以解决家庭成员的生活需求，因此他们

通常不需要诉诸于副业。即便是经营副业，也主要以营利为目的，用以提高家庭

的消费。而穷人家庭则不同，面对生存的压力，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去城市谋生，

或在农闲期做走村串乡的肩挑小贩，从事最底层、最低廉的商业活动。他们用极

其微薄的收入补充农业收入的不足，维系着家庭成员的温饱。 

因此，如表 3所示，区分不同类别家庭的商业活动非常重要。在贫农式家庭

中，小商贩和店员的比例最高，超过 60%。而在富农、地主等富人家庭中，主要

从事更高级的商业活动，如掌柜、经理、财东等，比例高达 80%。一方面，贫农

式家庭拥有更多的剩余劳动力，不得不寻找更多的机会来增加收入。另一方面，

富农式家庭拥有剩余财产，可以投资于利润更高的商业企业（反之亦然）。从理

论上讲，贫农式家庭的商业活动更贴近于生存经济的“道德农民”模型，而富农

式家庭的商业活动更适合于一个“复合型”经济的“理性农民”模型（黄宗智，

2000b：107-108；汪敬虞，2002：244-251）。在下一部分中，我们将更详细地

研究农民的生存模式，以讨论这种兼业模式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糊口经济：小商小贩体系的形成 

晋中乡村小商小贩体系的形成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方面，贫农式家庭农场，

由于土地不足和性别失衡造成的劳力过剩，在农业生产效率日益“内卷”但又无

法“解雇”家庭成员的情况下，逐渐形成了一种由青壮年男劳力在外学商或经商，

妇女老人等辅助劳力在家种地的经济结构，家庭成员内部通过代际分工与性别分

工实现了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 

另一方面，北方农村漫长的农闲期为农家副业提供了条件。当农场收入无法

保障过冬需求，贫农式家庭就会利用“冬闲期”走村串乡，做肩挑贩卖。由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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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农场依赖的辅助劳动力比全职雇工更为廉价，所以穷人几乎不会在劳动力市场

寻求雇工。即便劳力不足，也很少雇佣长短工，而是由亲友帮种，或与他人合种，

这样，经营式农业在穷人家庭中很难有生存空间。经营小商小贩所得的收入，在

满足家庭基本需求之后，几乎全部用来购置田产。农业与商业的相互支撑，互相

挹注，在乡村中逐渐形成了一个顽固的、竞争力很强的小商小贩体系。 

（一）农闲期的小贩 

“农闲”是指农民无农业生产，闲散无事的时日。在气象地理学中，根据气

温高低，农作物的种植被划分为生长期和农闲期两类，生产期指日平均气温高于

5℃的连续期，农闲期指日平均气温低于 0℃的连续期，华北地区一年大概有生

长期 220 天，农闲期 110 天（刘光明，1998：132）。广义上讲，农作物生长期

内除了栽种、施肥、灌溉、秋收外，大部分时间也是空闲的。根据南京金陵大学

农业经济系 1937 年的调查，中国中部及北部，每个农工每年在农田内工作的时

间只有 119日，剩下的三分之二，都是闲散无事的（邵仲香，1937：106-111）。

费孝通也发现，长江以北的农作活动有很强的季候性，通常是在农忙时需要大量

劳力，农闲则无农事可做，一年中的“农闲期”超过三分之二，于是农村经常会

发生周期性失业的情形（费孝通，2012：70）。也就是说，北方农村农业生产的

时间只有三分之一左右，剩下三分之二则可以从事非农职业。 

对于生活富裕的家庭来说，在漫长的“农闲期”主要是养精蓄锐。他们进行

唱戏、玩灯、坐茶馆、迎神赛会等休闲娱乐活动，有人甚至沾染了抽大烟、赌博

等恶习，农闲期基本被荒废。对于广大穷人家庭，农业收入不足，生存推动他们

必须合理利用“农闲期”来增加收入，直到来年来年秋收。在中国许多地区，农

民会在农闲期从事棉纺织、藁绳、皮腿业等家庭手工业（费孝通，2008；黄宗智，

2000a：199-204；2000b：44-54）。南京金陵大学的邵仲香 1930 年代乡村建设

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还鼓励农民利用闲暇季节来增加生产，进行社会发展以及

教育和培训，以解决农村经济问题（邵仲香，1937：106-111）。 

资料显示，文水县乡村中的贫农式家庭在农闲期主要是通过做小商小贩来弥

补农业收入的不足，俗称“挑八股绳”。他们农忙务农，农闲经商，或今日为商，

明日为农，时多时少，辗转频繁。小商贩的经营特点是：分布面很广、贴近居民

生活、出售商品零星、没有固定的作息时间、可深入到偏僻村落、对熟悉的消费

者还可赊销和送货，给乡村经济造成了极大的便利，因此在乡村中非常受农民的

欢迎。小商贩经营的商品均是农民日常必需品，食物类消费品如瓜果蔬菜、豆芽

豆腐、牛羊猪肉等，生活生产类消费品如农具、柴草、煤炭等。 

每个村庄根据区位特点和经营惯习，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小商贩体系。例如，

西宜亭村的小贩主要是卖豆腐。农民把部分粮食换成大豆，用大豆在家庭作坊中

加工成豆腐，然后走村串乡售卖。村中共有 53 户小贩，占总户数的 1/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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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33 户是卖豆腐的。如贫农王玉喜的父亲，农忙时一边种地一边打短工，到了

冬天就做豆腐，然后自己肩挑售卖，以做豆腐为生（西宜亭村《阶级成分登记表》，

1966：第 3生产队，编号 2）。武良村的小贩主要是卖瓜果蔬菜。农民在有限的

土地上，种植小部分瓜果蔬菜等经济作物，待收获后肩挑贩卖，再用来购买粮食，

效益要高于仅种植粮食作物。如贫农李喜善，其父亲李国仁，一向无房无地，主

要依靠出卖劳力生活，年轻时推车、压扁担，贩卖瓜果，日行数十里。李喜善本

人也是一边种地，一边贩卖瓜果，一直持续到土改（武良村《阶级成分登记表》，

1966：第 12 生产队，编号 4）。孝义村的小贩在冬天宰杀肉禽，卖肉的较多。

冬季是肉类食品消费的高峰期，很多穷人平时会饲养猪、羊、鸡等家禽，冬季宰

杀后卖给较为富裕的家庭。如下中农常有年，因家境贫寒，所以除自种土地外，

农闲时给肉房卖肉，后来学会了屠宰手艺，自己贩卖猪肉（孝义村《阶级成分登

记表》，1966：第 6 生产队，编号 25）。赤峪村的小贩主要是编筐卖柴。赤峪

村位于文水县西部吕梁山区，利用山区丰富的林业资源，农民农忙时种地，农闲

时上山割条子编筐，最后再肩挑出卖，形成“农工商”一体的经济模式。贫农于

德共，在父亲于太光时，全家 4口人有地 2亩，另外还租种 7亩地，仍然不够生

活。种地外还要打短工、上山割条子编筐，然后出卖挣钱（赤峪村《阶级成分登

记表》，1966：第 3生产队，编号 2）。 

贫农式家庭利用冬闲从事肩挑小贩，但他们的收入非常有限，地位非常卑微。

正如毛泽东所说“小贩不论肩挑叫卖，或街畔摊售，总之本小利微，吃着不够，

其地位和贫农不相上下”（毛泽东，1967：7）。在 1930年代，一个小贩的年收

入在 30 至 50元之间，属于“糊口”水平。因此，农业生产的“过度集约化”是

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的一个普遍问题。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虽然有农业部门之

外的就业，但大部分仍束缚于农业”（黄宗志，2000a：14-15）。换句话说，仍

是一种贫农经济。 

尽管肩挑小贩在大多数情况下收入微薄，被许多人视为不得已而为之，但偶

尔也有贫农“经商致富”者。例如在赤峪村，一位中农的祖父移居到该村庄，无

房无地，在当地的煤矿工作谋生，是典型的贫农。他的父亲通过贩卖煤炭，积累

了资金，在赤峪村购买了一些土地，从此在此扎根。他本人做肩挑小贩，倒卖布

匹，还卖瓜子、花生，精打细算，省吃俭用，慢慢富裕起来，先后买房 3间，地

23亩，家业逐渐扩大，由贫农上升为中农（赤峪村《阶级成分登记表》，1966：

第 4 生产队，编号 20）。然而，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肩挑小贩仍是一种“糊口

经济”，只能勉强维持生计，更不用说盈余了。 

（二）在外学商的店员 

店员是指商店的雇员，有时兼指服务性行业的职工，因常年住在店铺赚取工

资，又称“住地方”、“吃劳金”。民国时期，店员的身份较为特殊，既可归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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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群体，是商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可纳入工人群体，是工人阶级的重要力量

（朱英，2010；巴杰，2014）。无论如何，从店员自身角度看，他们更多是一个

商人角色。父母送子弟去店铺当店员，希望他们学做生意多赚钱，将来升任店铺

掌柜或自开店铺，本质上是一种商业行为。与契约型雇佣不同，店员多与店铺的

掌柜有亲缘或地缘关系，通过师徒制进行商业知识的传承。所以，本文将店铺中

的店员、伙计、学徒等都划入商人的范围，属于小商人。在文水县，有超过 15%

的家庭有学商当店员的经历，而且主要存在于贫农式家庭。 

一般认为，店员是一种较低廉的职业。正如毛泽东所说：“店员是商店的雇

员，以微薄的薪资，供家庭的费用，物价年年增长，薪给往往需数年一增，偶与

此辈倾谈，便见叫苦不迭”（毛泽东，1967:7）。大多数店员都是为了谋生的穷

人。与农闲期的小贩不同，店员、学徒等需要常年住在店铺，这意味着他们必须

放弃农业生产。由于商业的行规与经营的特殊性，大多数店员都是年轻男性，这

就势必造成家庭农场中青壮男劳力的流失，从而对农业生产造成影响。为了既能

保障生存安全，又能获得较高经济收益，文水县农民不得不合理安排农业时间与

家庭劳动力，从而形成了“半耕半商”的经济结构。 

文水县的资料显示，贫农式家庭面对务农还是经商，进行了巧妙的分工处理。

为了既保障农业的生产，又能有额外的经济收入，土地匮乏的贫农家庭会从小培

养男童学习基本的商业技能，稍微年长便由父母送到外地投亲靠友，在店铺中营

生。据岳村老人岳仁镜回忆： 

“我们这村，不管有多少地，孩子大了，都去北京。孩子从小就学打算

盘，种地是捎带的，不是主要的，种地累，做买卖不少挣钱，比种地强的多

了。你像我们一家子基本都在北京，凡是男孩，一到 15 岁都送到北京”（岳

村访谈资料，2019）。 

贫农式家庭农场中通常是青壮男丁在外学商或经商，妇女和老人在村种地，

有了明确的分工，逐渐形成了一种以代际分工和性别分工为基础的“半农半商”

的经济结构。这与费孝通与黄宗智所说的农工混合经济有所不同，在混合经济中，

通常是男性从事农业，女性和老人等辅助劳力从事副业。如岳村的贫农王振贵，

家中所有男丁均在外经商，其中父亲在平遥小店镇卷小鞭炮，兄弟几人在北京的

各个店铺当学徒和店员，村中有土地 20 亩由妇女们耕种（岳村《阶级成分登记

表》，1966：第 1生产队，编号 9）。 

因此，在晋中农村经济背景下，分工使家庭劳动家庭劳动力资源得到合理利

用，使其经济回报最大化。这也解释了为何在文水县贫农式家庭中复合家庭较为

常见。贫农式家庭本就土地匮乏，生产资源有限，分家后的土地细碎化不利于农

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而且妇女和老人也很难以个人之力完成农业生产。为了避免

农业的分散经营，也为了避免在劳动力市场寻求短工，很多家庭维持了较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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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庭结构。 

由于“贫农式家庭”的辅助劳动力有时难以满足农忙期的要求，造成劳动力

的季节性短缺。出于经济的考虑，他们很少在劳动力市场寻求雇工，而是由比雇

工更为廉价的亲友帮忙耕种，并允以一定的粮食。或直接由亲友“白种”，待收

成后收取一定的口粮。如孝义村的一名下中农在北京当店员，妻子也跟随其去北

京。所以家中的 17 亩土地就由母亲和妹妹耕种，亲朋好友也帮忙耕种（孝义村

《阶级成分登记表》，1966：第 19生产队，编号 16）。同样，一名贫农的祖父

一生在北京干果店当店员。他本人也于 1938年去北京干果店当店员，41年因病

回乡，1943 年又去北京干果铺当店员，土地由妹夫代为耕种（孝义村《阶级成

分登记表》，1966：第 13生产队，编号 11）。 

如果亲友也无力耕种，穷人家庭仍然很少寻求雇工，而是由辅助劳力与他人

“半种”土地。半种是晋中地区一种常见的租佃形式，类似于分成租，即由土地

主和“半种人”共同投入劳力、工具与资金，以合作的方式耕种土地，粮食收成

一般是对半分成。文水县由于青壮男劳力大量外出学商，造成了劳动力的匮乏，

土地“半种”的形式由此盛行。如孝义村的一个贫农，其父亲从小在文水学生意，

每年能挣 10吊钱，1919年开始先后在北京源兴昌干果店，隆景和等干果店当店

员。1942年时家中虽有 5口人，但都是老弱病残，所以 23亩土地由亲戚代为耕

种 9亩，剩下的 14亩由家庭辅助劳力与别人半种（孝义村《阶级成分登记表》，

1966：第 4 生产队，编号 21）。由亲友帮种和“半种”依托的是乡村中的亲缘

和地缘关系，是一种熟人社会中的人情伦理与互助形式。通过这种形式，贫农式

家庭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既保障了土地收成，又获得了商

业报酬。 

表 4：土改前夕（1942-1948）文水县穷人家庭分行业收入状况 

类型 村庄 姓名 成分 地点 商铺 职位/职业 
年收入 

（粮食/银元） 

商 

永乐村 梁成栋 贫农 榆次 杂货店 店员 30 元 

永乐村 武国栋 贫农 文水  农闲小贩 30 元 

永乐村 王克通 下中农 文水  贩煤 70-80 元 

永乐村 闫修员 下中农 北京 干果铺 店员 80 元 

孝义村 武凤英 下中农 北京 海味店 店员 50 元 

孝义村 王富兰 贫农 北京 干果店 店员 72 元 

孝义村 王锡山 雇农 北京 干果店 店员 80 元 

孝义村 孟铎文 贫农 北京 干果店 店员 96 元 

岳村 张桂建 贫农 北京 干果店 店员 50 元 

岳村 郭万福 贫农 文水 文水 农闲小贩 50 元 

农 永乐村 阮作森 贫农   4 亩 600 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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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村 安红俊 贫农   7 亩 800 斤 

永乐村 段贵玉 下中农   11 亩 1000 斤 

永乐村 李如吉 贫农   11 亩 1100 斤 

永乐村 梁保柱 下中农   12 亩 1500 斤 

永乐村 梁保立 下中农   14.5 亩 2000 斤 

永乐村 成瑞庆 贫农   12.1 亩 2000 斤 

永乐村 段启彪 贫农   17.3 亩 2200 斤 

岳村 王贞纶 贫农   6.8 亩 500 斤 

岳村 王友三 贫农   7 亩 600 斤 

岳村 成桂元 贫农   17.5 亩 1400 斤 

工 

永乐村 梁维栋 贫农 太原  拉洋车 40 元 

永乐村 李秋路 贫农   木匠 60 元 

永乐村 马骅 贫农   工人 100 元 

永乐村 刘金莲 贫农   银匠 100 元 

岳村 任绍魁 贫农 文水  泥匠 100 元 

汾曲村 刘统毫 贫农 祁县  裁缝 170 元 

永乐村 梁贵生 贫农   裁缝 150 元 

劳力 

永乐村 段章 贫农   长工 4 石粮 

永乐村 梁茂云 贫农   长工 4 石粮 

永乐村 王达道 贫农   长工 5 石粮 

永乐村 程广兴 贫农 北京  长工 7 石粮 

备注 
1，为便于比较，本表只选取了 1942-1944 年间农民的收入数据 

 2，表中数据只选取了资料中有明确记载收入和收粮状况的家户 

数据来源：文水县岳村《阶级成分登记表》（1965 年 12 月），文水县档案馆。 

文水县不同类型农民的收入状况，解释了“半耕半商”的合理性。表 4罗列

了文水县《阶级成分登记表》各种职业的年收入。需要指出的是，所有与商业相

关的职业均以现金记录，而农业和雇佣劳动者的收入则以谷物（或每斤）记录。 

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将现金收入转换为他们可以购买的谷物数量。清末举人刘大

鹏曾在日记中记载，在 1926年 6月，太原“每斤白面四百文，每一新斗（14斤）

米三千有奇”；到了 9月，“麦斗价七角已涨至八角，每石米五元已涨至六元余”

（刘大鹏，1990：329-340）。可以推算，当时 1元大洋可购买小麦约 20斤，小

米约 30 斤。《吕梁地方志》记载，1930 年代的文水县，1元大洋可购买小麦 25

斤，小米 40斤，高粱 50斤，玉米 45斤（任勋禄，1989：110-111）。表 4所示， 

小商小贩的年收入大约为 50-100 元，以当时的购买力和物价水平，至少可购买

1000 斤粮食，相当于 8 亩土地的收入。村中的老人也说，在解放前，在外当店

员和伙计的，一年收入能顶种地的 3个人”（岳村田野调查，2019）。显然，小

商小贩的收入要高于农业收入，对农民经济是一种重要的补充。 

（三）农业与商业的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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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农式家庭农场中，无论是农业收入还是商业收入，单靠任何一项都很难维

持生计，只有两者结合才能巩固家庭农场的发展。小商小贩可以维持净收入低于

生活需要的家庭式农场，而家庭式农作可以维持劳力报酬低于生活所需的经商

者。农业与商业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当学徒、店员虽然需要背井离乡，脱离

农业生产，但由于家人生活在农村，田产也在村中，他们也难以在城市立足，所

以不可能脱离与乡村的关系，即所谓“离土不离乡”。农闲期的小贩更是如此，

他们贩卖的商品以农产品为主，活动的范围是广大乡村，获得的收入主要用来购

买粮食，与农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王先明的研究指出，农民在从事经商活动时，大多数没有脱离农业劳动。“越

是富裕农民，越无法割舍自己的土地。一个家庭的一个或几个人脱离农业，去经

商或是从事其他非农业工作，但这个家庭的根还是深深地扎在土地上。富裕农民

经商或从事其他职业后，大多数会在家乡投资买田置地，如果说他们是为了剥削

佃农的地租，获取地租利润，不如说他们是为自己留着一条退路。一旦商场受挫，

工作无保，便可以退回乡村，依靠土地生活，甚至可以重新积蓄资产。事实上，

不少富裕农民向外流动后多又返回乡村”（王先明，2012）。相比之下，贫苦农

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更高。所以，贫苦农民更加迫切地将微薄的商业利润投资在

土地上，而不是用于扩大商业经营。从商人的角度来看，这种策略被汪敬虞称之

为“以末起家，以本守之”（汪敬虞，2007：570-572）。换句话说，对于大多

数贫农式家庭而言，从事商业活动的首要目的是谋生，表现为购置田产以保障安

全，而不是为了追求利润和扩大生产。 

由于小商小贩的收入微薄，在满足家庭基本需求后很难有盈余。有时，一个

贫农式家庭要花数十年的时间来攒钱买土。如西宜亭村的一个贫农，在 1914 年

左右只有 3亩土地。从 20岁（1921年）起，他开始卖肉，原来是帮别人卖，后

来与人合伙开了肉铺，积蓄了钱买了 12 亩地（西宜亭村《阶级成分登记表》，

1966：第 2 生产队，编号 17）。有的家庭，需要通过两三代经商，才能攒够购

买土地的钱财。例如岳村的一个贫农，在祖父手时无房无地，以种地、打短工、

小商贩为生。父亲手时，省吃俭用攒钱买地 3.8 亩，还半种他人土地 20 亩，生

活仍然很艰苦。1931 年，他本人和弟弟去北京义顺昌、公合顺等粮店当店员，

一直到 1962 年。1940 年左右，两人每月一共可收入 10 元（联合币），用所赚

之钱买地 6.2 亩（岳村《阶级成分登记表》，1966：第 2 生产队，编号 19）。

还有的家庭，需要全家多个青壮劳力共同做小商小贩，合力购置田产。例如汾曲

村的一个贫农，其祖父一生在绥远粮店当店员；父亲手时，家中 6口人，有地 4

亩，父亲从小在绥远当店员，家中土地由大哥耕种。1917 年，本人与大哥去了

外蒙库伦做买卖，土地全卖了，1927年东北海拉尔经商 4年，赚钱后买地 7亩，

从此种地维生（汾曲村《阶级成分登记表》，1966：第 7生产队，编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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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民国时期动荡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土地是农民的安全保障。清末以来，

晋商普遍衰落，中小商人亦受波及，商业萧条已成普遍现象。从 1920 年开始，

受困于战乱与金融危机，山西的工商业受到重创。到 1930 年，由于晋钞狂跌，

物价飞涨，山西省商业环境混乱不堪。十有八九之商号以多日之所获，尚不足以

资伙食，因为赔累不堪，以致近来停业待租之市房，比比皆然（《工商半月刊》，

1934）。很多由工商业养活的农村人口陷入贫困，太原乡绅刘大鹏也未能幸免。

他依靠自身声望在太原经营煤矿，获利颇多，但仍逃不过时局的命运，不得不离

开商业，只能靠他们仅有的一片耕地度日（沈艾娣，2013：94-113）。文水县亦

受波及，本县的商业“在 1930 年后，晋钞贬值，给了工商业一瓢冷水，不但停

止了发展，在 1931 年间即有 8间关门的，在 1935年后，各行业仅留下 180余户，

仍营业的商人由 2000 减至 1500 名，商业渐趋歇业停滞，市面截然萧条。1938

年日军侵占文水城，组织营业局，偕同商务会，给各户摊派，再加上实行强化治

安交通之阻隔及经济封锁，全城买卖不过数家（《文水城关工商业演变及现在工

商业情况的简报》，1949年）。许多店员受战乱的影响，纷纷返村，回归土地，

重操旧业，《阶级成分登记表》中有大量这样的记载（武良村《阶级成分登记表》，

1966年：第 4生产队，编号 36；新堡村《阶级成分登记表》，1966年：第 4生

产队，编号 12；永乐村《阶级成分登记表》，1966年：第 9生产队，编号 7）。

这些案例说明，土地之于农民的重要性。 

从以上几个方面，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在 20 世纪三四年代，文水县贫农式

家庭普遍在农业之外从事小商小贩，其收入也一般要高于农业收入。但小商小贩

并没有“弃农经商”的趋向，他们的商业活动有很强的乡土性，贫农无法割舍自

己的土地，无法脱离农业生产。除了家庭的基本消费，商业收入几乎全部用来购

置田产，而不是用作其他消费或商业投资，土地而不是资本仍然是小商小贩的第

一追求。由此可见，乡村中的小商小贩其实是一种“农商”，“士农工商”的阶

层观念并未发生根本转变。社会的动荡，“人情社会”的生活方式，农民的乡土

情结，落叶归根的生死观等，使得贫农的商业活动不可能完全脱离与乡村、农业

和土地的关系。 

余  论 

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表现，商业活动是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

核心内容之一。古典自由主义倡导自由竞争与自由市场，要求减少政府对经济活

动的干预和调控，一切顺从自由市场的利润最大化原则。而新自由主义则反对任

何形式的政府干预，试图构建一个普世的、高度整合的纯竞争性市场经济。 

新自由主义理论，还用“市场经济”的概念来解释农业经济。古典经济学理

论家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认为，传统小农的经济行为类似于追求利润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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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化的企业家，是市场机制下资源配置的纯竞争性经济。因此，小农的“所有商

业活动，都可以作为在一个非常发达的，倾向于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由一个

既是消费单位又是生产单位的居民所组成的货币经济”（Schultz，2006：32-46）。

波普金（Samuel L.Popkin）在分析越南农民的政治行为时，进一步阐明了小农

的“理性”行为，他们主要考虑家庭福利，而不是集体利益和道德价值。他们的

行动选择包括商业活动，完全是在权衡利弊后为追求最大利益做出的（Popkin，

1979：30-31）。《辞海》对商业的定义是：“凡以营利为目的的，媒介生产物

之交换者，皆称商业”（舒新城，1981：601）。显然，在形式主义者看来，商

业符合“舒尔茨—波普金”对理性小农的描述，商业一定是追求利润与个人利益

的最大化，是一种纯竞争性的市场行为。但他们显然没有想象到“半耕半商”的

经济模式在中国的顽固性。 

晋中文水县的资料表明，并非所有农民的商业活动都如新自由主义所说，是

营利性和纯竞争性的市场经济行为，不同阶级和经济基础的农民，经商动机是完

全不同的。像晋商中跨区域、跨行业、连锁经营的“大商品”体系，从货源、销

售、市场、管理、分红等方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商业制度，他们的商业活动完全

是为了营利，是典型的市场行为。对于绝大多数土地匮乏，家庭人口多，处于饥

饿边缘的贫、下中农来说，商业活动只不过是补充农业收入不足的“副业”，是

由生存驱动的糊口经济。他们不计较利润和劳动力成本的高低，虽然缺乏竞争性，

但却有效弥补了农业收入的不足，更符合恰亚诺夫—斯科特描述的“道义小农”

形象。作为一种因耕地不足而谋生的手段，贫农式家庭农场在就业不充分和生存

的联合压力下，不得不在农业之外从事低报酬和高消耗的商业活动，形成独特的

“半耕半商”的经济模式。这些收入主要用来满足家庭的消费需求，并在收入所

付出的辛苦和个人需求的满足之间形成了一种均衡。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晋中贫农式家庭农场中，“半耕半商”的经济模式主

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青壮男劳力农忙种地，农闲经商。利用农业生产制度

的周期性，家庭农场中的劳动力资源得到最大程度的使用。第二，青壮男劳力在

外学商当店员，妇女老幼等辅助劳力在家种地，家庭成员内部通过代际分工与性

别分工实现了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情况下的商业是家庭

的主要收入，而农业是辅助性收入。由于家庭辅助劳力是比全职雇工更为廉价的

农户劳动力，导致经营式农业很难有生存空间，从而巩固了家庭式农场的发展。

第三，小商小贩的收入在满足家庭基本消费后，盈余资金主要被用来购置田产，

而购置的田产又成为经商者的安全保障。农业与商业互相支撑，最终在乡村中形

成了一个顽固的、竞争力很强的小商小贩体系。 

正因为小商小贩是一种“小商品”的流通体系和“低报酬”的劳力体系，依

赖的是最低廉的“流通”方式，而无其他出路的贫农式家庭农场恰好为其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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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廉的剩余劳力。同时，由于交通方式的不便和集市的不定期性，使乡村对流动

商贩有较高的需求，因而小商小贩具有了顽强的生命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半

耕半商”的小商业模式中，商业利润与劳动投入是不成正比的，剩余劳力的不断

投入并没有带来利润的明显上升，在达到一个“临界点”之后便会停滞不前，可

能会带有“内卷化”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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